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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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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的相关数据,采用产值密度、产业专业化系数、行业

相对专业化指数测度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并通过服务业与外界经济活动密切交流产生的城市流强度考察城市间经

济联系。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的空间演化效应开始显现,形成“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

杭州-宁波-舟山”的“Z”形走廊地带;服务业分工专业化程度提高,空间分工愈加明确;各城市服务业优势行业出

现变化,但存在一定的产业同构现象,未来要打破行政壁垒,着力培育新发展方向,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各城市均具有

一定的外向辐射能力,但差异较大,要通过发挥高城市流强度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实施产业转移、促进服务业有效

集聚、强化交通网络建设等措施,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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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表现出“经济的服务化”和“服务的知识化”特征、服务业已成为城市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
[1]
,

服务业的空间分工及其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城市功能提升及全球城市崛起产生积极影响[2]。Taylor et 

al.(2013)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多集中在大都市区域,相较其他服务业部门表现出更明显的空间集中特征[3]。Wu et al.(2016)

以上海市商业服务业数据为基础,发现信息技术集聚对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越靠近信息技术资源,越有利

于商业服务业及时准确地收集和掌握信息[4]。在中国不同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内部,服务业的空间分工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之

一[5]。从城市内部空间出发,无论是研究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还是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如武汉、长沙、南昌),都有

同样的证据显示服务业整体或内部各行业均存在较明显的多样化分工特征[6,7]。 

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城市逐渐兴起,经济联系主要反映在城市间联系、商品流联系及中心地联系。到 70 年代,新地区和

小社区的发展推动对产业联系、公司联系及扩散联系的关注。进入 80、90 年代后,服务业和大都市区迅速发展,使得等级联系、

相互作用联系成为经济联系的重要内容,主要采用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后的引力模型、赖利模型、康弗斯模型、潜力模型、威尔逊

模型、经济相互作用模型、城市流模型等进行反映。国内对经济联系的考察主要有企业联系、经济联系方向、经济联系强度、

交通运输联系、区域经济联系及空间相互作用、区域空间格局及网络等方面,如孙久文等(2016)在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基础上,

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定量测度京津冀地区 13个城市的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并据此划分出四个层级[8]。而有关服务业与外界经济

活动密切交流产生经济联系的研究并不多。 

从《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颁布,国家对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后简称长三角城市群)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尤其是曾处于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安徽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但相比包括江

浙沪两省一市的传统意义的长三角经济圈,安徽省内城市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与长三角经济圈内城市的空间分工与经济联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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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薄弱,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此,本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 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构成的长三角城市

群服务业进行研究,明确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由服务业推动的城市联系强度,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为

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协同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参考。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2016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长三角城市群包含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

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

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面积为 21.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2.2%;人口

约 1.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0%;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4.87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98%。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根据国家统计局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为便于统一服务业口径及范围,明确

第三产业即为服务业,所以本论文选择的服务业细分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

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4 类。其中,除产值密度采用产

值数据外,其余方法均选择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从业人员数量进行测算。 

(二)研究方法 

1.产值密度。专业化分工与地理集中度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产业集中在空间中的特殊表现,是产业活动空间上的分离过程,若

某些行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水平特别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该地区的专业化特征明显[9],所以选择服务业产值密度(Di)来反

映特定城市服务业在空间内的集中程度和分布特征,进而展现空间分工情况。计算公式为: 

 

式(1)中,Gi为 i城市服务业总产值(亿元),Si为 i城市的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2.产业专业化系数。产业专业化系数也被称为 Krugman 修正指数,由 Krugman 专业化指数除以 2 获得,主要用来描述一个国

家或地区整个空间经济的地区专业化特征[10]。 

 

式(2)中,CSi为 i 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系数,其中,xij为 i 城市 j 行业的产值或就业量,xi*为 i 城市的总产值或总就业量,x*j 为

城市群 j 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量,x 为城市群的总产值或总就业量。CSi的取值范围在[0,1]间,其值越大,产业的空间分布越集

中,各城市的专业化越明显;反之则产业的空间分布越分散,各城市的专业化程度与城市群平均水平越接近[11]。 

3.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即区位熵,也被称为专门化率,其通过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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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映产业的相对发展水平、优势行业的地区分布及产业的区域专业化生产状况,进而揭示区域分工的基本格局[12]。其计算公式

如下: 

 

式(3)中,Gij为 i 城市 j 行业从业人员数量,Gi为 i 城市从业人员总量;Gj为城市群 j 行业从业人员数量,G 为城市群从业人员

总量。若 LQij>1,则说明 j行业为 i城市的优势产业;若 LQij<1,则说明 j行业在 i城市不具有优势,LQij值越大,说明 i城市 j行业

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13]
。 

4.城市流强度。城市流强度是指区域内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城市外向性功能(集聚、扩散)的影响程度,是衡量城市

与外界地区联系密切程度的重要指标[14]。城市流强度 F的计算公式为: 

 

式(4)中,N 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E为城市外向功能量,其主要衡量标准为具有外向服务功

能部门的区位熵[15],见公式(3)。若 LQij>1,则 i城市 j行业具有外向功能,E>0。若 LQij<1,则该部门不具有外向功能,E=0。其计算

公式为: 

 

字母各项含义同公式(3)。 

 

在此基础上,得到 i城市的城市流强度: 

 

式(8)中,Ki被称为城市流倾向度,反映了i城市所有部门外向功能总量占城市群总功能量的比例,即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

度
[16]
。 

三、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 

(一)服务业空间分工的演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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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长三角城市群的服务业产值密度范围为[0.0159,1.7574]亿元/km2,服务业在空间内主要集中分布在“沪苏锡”沿线

地区,而浙江省内仅有杭州、宁波、嘉兴、舟山的服务业产值密度超过 0.3 亿元/km2,安徽省内所有城市的服务业产值密度均低于

0.3 亿元/km
2
。2016 年,服务业产值密度处于[0.0314,3.1012]亿元/km

2
之间,相比 2011年,最大值、最小值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在空间分工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以上海为核心的服务业空间集中区域向外进一步扩展。江苏省内主要沿“苏锡常”向西北方向

(南京)延伸,空间演化效应开始显现,从服务业基础较好的苏南地区展开对苏中地区的辐射影响,苏南大部分城市的服务业产值

密度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同时苏中地区的扬州、泰州、南通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浙江省内主要沿西南方向(嘉兴、杭州)进行延

伸,沿线的绍兴、金华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安徽省内服务业主要围绕合肥进行空间布局,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的服务业

产值密度高于省内其他城市,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的产值密度虽有提高,但变化幅度均低于 0.02。苏南、苏中的产值密度普

遍高于浙北、安徽省会及周边地区,加上前面的分析可以说明在 2011-2016年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水平在提高,但

苏南、苏中地区空间分工水平提高程度明显快于浙北、安徽省会及周边地区。整体上,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布形成“南京

-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宁波-舟山”的“Z”形走廊地带。2011-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工带

来的演化效应,直接推动服务业经济的增长,产值密度的提升呈现向核心地区集中,并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的趋势。 

(二)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 

按照 0<CSi<0.2、0.2≤CSi<0.3、0.3≤CSi<1作为划分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低、中、高的依据,可以发现 2011 年,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 16 个城市的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南通、盐城、扬州、芜湖、马鞍山、铜陵、滁州、池

州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居中,合计 8 个城市,只有安庆、宣城的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到 2016 年,服务业空间

分工专业化程度低、中、高的城市数量变化为 6 个、10 个、10 个。从变化幅度看,有 23 个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系数提高,苏州、

扬州、宣城 3个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系数降低(图 1)。整体上,由 2011 年产业专业化系数平均值 0.198 上升为 2016 年的 0.272,虽

然上升幅度不大,但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由较低水平发展为居中水平,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愈加明确。同时,根

据各城市产业专业化系数值,能够较准确地看出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苏北、浙中及安徽省内的大部分地区,

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或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由此可以得出“在一定程度下,规模较大城市的服务

业空间分工专业化水平较低;规模较小城市的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结论。 

 

图 1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专业化系数变化(2011-2016 年) 

(三)服务业空间分工基本格局 

2011、2014、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各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平均值依次为 0.920、0.964、0.998,虽未超过 1,但逐年提

升。具体来看,2011-2016年,除上海、杭州、宁波、宣城 4个城市外,其余城市的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指数均表现为上升趋势,

上升幅度超过 0.15的有常州、盐城、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图 2)。其中,江苏省内城市的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指数值均

提高,浙江、安徽省内城市既有提高也有降低,以提高为主,说明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水平在提高。在所考察的 14 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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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行业中,2016 年,上海、无锡、杭州、合肥各有 8 个行业的 LQij>1,处于第一层次,集中在直辖市、江苏省内的经济发达城市

和浙江、安徽的省会城市,其次是常州、苏州、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安庆、池州等城市

有 6-7 个行业的 LQij>1,处于第二层次,涵盖了江苏、浙江大部分城市,其余 9个城市普遍有小于等于 5个行业的 LQij>1,处于第三

层次,其中第三层次中超过一半的城市位于安徽省内。以上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江苏、浙江省内的城市服务业相对专

业化水平较高,而安徽除合肥、安庆等经济较好的城市外,其余城市的服务业相对专业化水平较低。相比 2011 年,2016 年大部分

城市服务业的行业数量增加,增加较明显的有常州、扬州、泰州、嘉兴、合肥、安庆,除常州增加 3个外其余各增加了 2个,只有

上海、南京、宁波、芜湖、铜陵的数量减少,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省会城市及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苏州、金华、

舟山、台州、马鞍山、池州 6 个城市服务业各行业 LQij>1 的数量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之外,其余城市普遍增加 1 个。这说明此期

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服务业的优势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行业发展表现为差异化态势,城市群内的服务业空间分工愈加

明确。 

2016 年,有 22 个城市将金融业作为优势行业;18 个城市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作为优势行业;24 个城市将教育作为

优势行业;23 个城市将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作为优势行业;23 个城市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作为优势行业,说明生活性

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多个城市的重点行业,但生产性服务业在各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分析,

上海除金融业外,其余 5 个行业均为优势行业。南京前两项和最后一项为优势行业。无锡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

融业为优势行业。苏州、镇江、嘉兴、铜陵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的 LQij值较高。常州、南通的金融业较为发达。泰州、芜湖的交

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优势较为明显。杭州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

质勘查业及宁波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具有明显优势;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湖州、绍兴、

金华、台州、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宣城只有金融业的值较高。舟山只有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LQij值较高。合肥的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具有一定优势。 

 

图 2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指数变化情况(2011-2016 年) 

除以上列举的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外的其他服务业在各城市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只有上海、舟山将批发零售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作为优势行业。在以上两个城市基础上,在住宿餐饮业上具有优势的城市增加了无锡、常州、苏州。长三

角城市群范围内大部分城市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发展较好。 

四、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经济联系 

根据公式(3)已经计算得出各城市服务业中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外向功能为 0,然后按照公式(4)-(8)计算出各城市 2016 年的

外向功能总量、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及城市流倾向度(表 1)。根据表 1可知,各城市均有一定的外向功能量,说明各城市均具备

一定的外向辐射能力。但大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上海的外向功能总量达 152.499,远远高出其他城市,进一步凸显出上海在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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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城市群的核心位置及龙头作用,是绝对的集聚和辐射中心。处于第二位的是杭州,外向功能总量为 20.401,主要由信息传输、计

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房地产业拉动,处于第三位的是南京,主要凭借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

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优势地位。除此之外,外向功能总量较高的城市(以高于 10作

为依据)还有苏州、宁波、金华、台州、合肥,说明以上城市服务业较为发达,与外界联系紧密。而外向功能总量明显较低的城市

(以低于 6 作为依据)有镇江、湖州、芜湖、马鞍山、铜陵、滁州、池州、宣城,大部分城市位于安徽省内,反映出这些城市的服

务业发展相对迟缓,与外界联系不够紧密。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上海,城市流强度高达

4974.251 亿元,约是排名第二的苏州城市流强度的 2.4 倍,表现出最强的经济联系程度。第二层级的城市有南京、无锡、常州、

苏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台州,这 9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均超过 1500亿元,南京、杭州分别作为江苏、浙江的省会城市,

具有行政中心优势,其他城市县域经济较为发达,推动其形成较高的联系强度。第三层级(以 1000<Fi≤1500 为依据)的城市除第

一、第二层级的城市及浙江的嘉兴、湖州、舟山外,包含了城市群涵盖的江苏、浙江省内的其他所有城市,江苏省内城市城市流

强度明显高于浙江省内城市城市流强度。嘉兴、湖州、舟山与安徽省内除合肥外的 7 个城市处于第四层级。从城市流分层级的

城市数量来看,处于第一、二层级的城市数量少,处于第三、四层级的城市数量多(表 2)。从城市流强度空间格局看,高强度城市

的区位优势明显且本身发展较好,所以拥有较高强度的城市流。而处于第四层级的城市集中在安徽省内,主要在于安徽省内各城

市虽然获得了一些政策性支持,但由于地理位置及前期发展基础不佳,相比上海与江苏、浙江下辖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明显落

后,产业层次不高,受到外向功能总量大的城市辐射较少,整体城市流强度较低。从城市流倾向度来看,以 Ki>0.3 作为高城市流倾

向度的依据,盐城、绍兴、金华、台州、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的城市流倾向度较高,集中在第四层级。由此

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整体外向联系具有明显的等级化差异,处于第三、第四层级的城市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提升潜力。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与讨论 

1.2011-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产值密度明显提高,空间分工水平提升,从主要分布在“沪苏锡”沿线地区扩展到“沪

苏锡常宁(南京)”及“沪嘉杭”方向。空间演化效应开始显现,苏南、苏中、浙北地区具有明显优势,由此形成“南京-镇江-常

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宁波-舟山”的“Z”形走廊地带的空间分布特征。 

2.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 23个城市在 2011-2016 年间产业专业化系数提高,整体由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

较低水平发展成为居中水平,说明服务业空间分工愈加明确。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合肥等经济体量较大、城市规模较大的

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盐城、金华、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城市规模较小的城市服务业

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 

3.借助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可以发现:在长三角城市群,有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将金融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

利业等作为优势行业,而只有少数城市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作为优势行业进行发展,存在一定的产业同构现

象。此外,相比 2011 年,2016 年大部分城市服务业优势行业数量有所增长,服务业空间分工格局已经形成。 

4.城市外向功能和城市流强度依托于服务业,行业的外向功能量较高说明此行业发展较好,行业的外向功能量为 0 说明此行

业发展较为滞后。表 1得知各城市具有外向功能量的优势行业存在差异,间接反映出城市、行业间的空间分工状况。虽然长三角

城市群各城市均存在外向功能,但差异明显,导致整体外向功能和城市流强度不高,降低了整体集聚辐射能力,各城市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外向功能量较低,辐射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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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外向功能总量、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及倾向度(2016) 

 
GDP 

（亿元） 

外向功能 

总量 Ei 

功能效率 Ni 

（亿元/万人） 

城市流强度 Fi 

（亿元） 

城市流倾向

度）Ki 

上海 28178.65 152.499 32.618 4974.251 0.177 

南京 10503.02 16.980 91.842 1559.507 0.148 

无锡 9210.02 7.521 227.016 1707.389 0.185 

常州 5773.86 7.191 210.341 1512.514 0.262 

苏州 15475.09 10.144 207.971 2109.698 0.136 

南通 6768.2 9.316 178.017 1658.408 0.245 

盐城 4576.08 9.635 142.690 1374.776 0.300 

扬州 4449.38 6.121 171.394 1049.017 0.236 

镇江 3833.84 5.440 200.935 1093.038 0.285 

泰州 4101.78 6.534 164.598 1075.484 0.262 

杭州 11313.72 20.401 78.924 1610.132 0.142 

宁波 8686.49 13.464 146.459 1971.919 0.227 

嘉兴 3862.11 7.220 136.230 983.535 0.255 

湖州 2284.37 5.097 130.238 663.791 0.291 

绍兴 4789.03 8.236 185.549 1528.256 0.319 

金华 3684.94 11.178 116.797 1305.598 0.354 

舟山 1241.2 6.451 44.583 287.621 0.232 

台州 3898.66 11.998 125.804 1509.426 0.387 

合肥 6274.38 10.361 101.329 1049.821 0.167 

芜湖 2699.44 5.483 132.311 725.508 0.269 

马鞍山 1493.76 3.667 145.329 532.955 0.357 

铜陵 957.25 2.291 131.795 301.878 0.315 

安庆 1531.18 6.618 81.580 539.881 0.353 

滁州 1422.83 5.667 101.602 575.736 0.405 

池州 589.02 2.503 84.290 210.981 0.358 

宣城 1057.82 4.072 106.068 431.886 0.408 

 

表 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流强度层级划分情况(2016 年) 

层级 包含城市 

— 上海 

二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

台州 

三 盐城、扬州、镇江、泰州、金华、合肥 

四 
嘉兴、湖州、舟山、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

池州、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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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示与对策 

1.在产业日趋细化的背景下,未来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有必要继续发展特色优势行业,确定

重点领域展开专项研发,通过技术、创新等有效手段优化产业结构、确定新的培育方向、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13]。同时,地方利

益导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是造成产业趋同的重要原因,长三角城市群应探索协同管理模式,加强城市间合作,在因地制宜基

础上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避免服务业同构造成过度竞争,推动形成层次清晰的服务业经济带[17]。 

2.充分利用上海在资金、人才、技术上的优势及上海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在市场集散、产业技术传递、综合服务、制度创新

示范方面为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借鉴;发挥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强度为第二层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城市联动、产

业互补、实现产业链与城市链有机结合
[18]

,从而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 

3.牢牢把握长江流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升级符合比较优势的

区域特色产业,利用天然的长江航道和发达的沿江综合运输体系对比较优势错位的产业实施产业转移[19]。安徽被纳入城市群的大

部分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均处在第四层级,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主动承接江浙沪下辖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推动战略新

兴产业发展
[20]

,促进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形成有效集聚,全面强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提高城市外向服务能力,推动

区域服务业合理分工、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4.长三角城市群仅有上海、南京、泰州、宁波、舟山、合肥、芜湖 7个城市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作为优势行业,而交

通运输设施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城市经济联系度,所以各城市有必要全面规划内外部交通线路,将联系紧密的城市进行串

联[21],加快综合客运、货运枢纽及各城市轨道交通网建设,逐渐形成都市圈同城化交通网体系;进一步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提

升运输服务水平和能力,全面构建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主通道的多层次综合交通网络
[18]
。通过全

方位经济联系网络的构建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能级,进而利用经济联系方向和强度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政策,实现同层级、不同层级

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全域性释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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